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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是中华美德的集大成者。

作为秘书，我目睹了他在那段
特殊历史时期的苦和难，这种苦和
难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 累、 气、

忧、愤。

1970

年夏天，我到他的办公
室整理文件，无意中看到办公桌上
有一张白纸，上面用铅笔写了几句
戏文：不公与不干。 做天难做二月
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
下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总理当时主持政治局和国务
院日常工作， 需要协调各方关系，

兼顾各方感受，众口难调，难上加
难。 他又是那样一个讲党性纪律
性、保密观念极强的人，所以，只能
将所有的苦闷一个人来扛。 我想，

总理写这几句诗，也许是在宣泄心
中的痛苦和无奈。但他也就是写写
而已，一觉醒来，马上接着忘我工
作。 不管多大委屈，只要是中央决
议，他都毫不含糊地执行，而且在
执行过程中想方设法减少负面影
响。 所以，很多领导同志都钦佩总
理的忍，我却觉得，他的忍，绝不是
后退、泄气和消极，而是顾全大局，

为了肩上的责任在忍。有个成语叫
“忍辱负重”，一个人，特别是一位
政治家，忍不得辱，就难负得起重，

只有抛开个人的一切，不计较个人
得失的胸怀才能忍得住啊！

1973

年
3

月
7

日，总理出席中
联部、外交部举办的庆“三八”招待
会。 “文革”以来，外国专家的工作
受到严重干扰，总理说

:

“这个责
任我们来负。 作为政府负责人，

我负更多的责任。 ”他向在座的
专家一一道歉， 各国专家们无
不动容，没想到一个大国总理如
此谦和， 受伤的心灵涌起一丝暖
意。这就是我们的总理，在他看来，

国家利益面前，个人颜面又算得了

什么？

总理的伟大人格来自两个支
撑，一是胸怀坦荡；二是心底无私。

凡是认识到的错误， 绝对承认，马
上改正，批评先自我，揽过不推责。而
对批评过或者误解过他的人， 他既不
追究也不疏远。在我的印象中，从没听
到总理说过谁的一句闲话， 也从没
听他说过“这事不归我管”。

能不能虚心听取和认真对待
各种意见， 善待那些敢讲真话、实
话甚至“冒犯”领导的人，折射着一
个领导干部的品质和党性修养，在
这方面，总理堪称全党楷模，他善
于创造一切条件和氛围鼓励他人
发表见解。

论证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时，

刚从“牛棚”解放的长江规划办主
任林一山始终持有不同意见，每次
开会，总理都特意嘱咐我们通知他
到会。 会间，他还要问一声：“林一
山同志来了没有？ ”我知道，他是以
这样一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鲜明
态度，他不止一次地说：“林一山敢
提意见，总得有对立面，没有对立
面危险得很。 ”总理的严谨细致无
人能比。

每遇重大问题，他都会让我们
帮他找很多资料以及以往在此方
面的规定， 避免政策缺乏连贯性。

他常对我说：“干工作既要放开手
脚，又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何
香凝去世后，播发的消息称其为先
生，时隔几日，总理冒出这么一句：

“要是把‘先生’改成‘老人’该多亲
切啊。 ”这说明，只要关乎国家发
展、民族团结，无论大事小情，他从
不会浅尝辄止，而是常常在事后还
要总结得失。

（讲述纪东撰文马宇彤）

（摘自《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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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讲述者：

46

年前，纪东以秘书身份陪伴着周恩来总理走完了最后八年的人生
之路。 总理逝世后，他转业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任处长；

1984

年重新入伍，任国务院
办公厅警卫处处长。

1987

年调任武警总部司令部作战勤务部长、办公室主任。

1994

年
任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授少将警衔。

2002

年退伍后，担任中共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
想生平研究分会副会长，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将他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宣讲周
恩来的伟大精神上。

纪东说，总理是一部读不尽的书。 总理曾说过：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
活会变得盲目。 总理深谙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道理，在纪将军看来，无论什么理论，其
实用细微的小事诠释起来反而更加鲜活和充分。 他在总理身边的八年里，亲历过一次
次重大事件，见证过一个个关键决策，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几个“无情未必真豪杰”的
动人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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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周恩来总理晚年最年轻的秘
书，从

1968

年直至老人家逝世，我陪伴
了他

8

年时间，亲历了“文革”中后期的
一些重大事件，见证了共和国第一任总
理在动荡时代殚精竭虑、苦撑危局的艰
难岁月。

1961

年，

18

岁的我初中毕业后走
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熔炉，部队番
号“

3747

”， 也就是后来的“

8341

”部
队———中央警卫团。

1968

年
7

月，我参
加部队组织的指导员学习班。 一天，中
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到我们小组听取
发言。我的发言简明扼要，自然连贯。没
想到，仅仅

5

分钟的发言又一次改变了
我的命运。

8

月
12

日，我奉命“到杨政
委家谈话”， 杨政委问我

:

“周总理那里
需要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干部做秘书工
作，你愿不愿意去？ ”我立正回答

:

“报告
首长，我愿意！ ”杨政委特意叮嘱我

:

“对
邓大姐就叫‘大姐’，对周总理就称‘总
理’，千万不要称‘首长’，不要说‘请指
示’，一定要好好向老同志学习请教。 ”

从整理电报开始，我逐渐掌握了总
理秘书接打电话、收发文件、文电送阅、

会议通知、 整理电话记录等基础工作。

几个月里，虽然总理两次对我说“对不
起，让你等了这么长时间，抽空我要和
你谈话”，但直到

1969

年
4

月的一天晚
上，总理和邓大姐一起吃饭时才把我叫
到身边，说

:

“小纪，真对不起，你来这么
长时间了，我几次说和你谈谈，可一直
没有时间，让你久等了。 我曾想过专门
和你谈谈如何在实践中学习做秘书工
作的问题。 现在看来，你这段时间干得
不错，我这里的工作情况，你基本上都
知道了，对你来说，工作岗位变了，接触
的事情多了，我只提一条要求，不该说
的不要说，要注意保密，这是纪律。今天
就算我和你正式谈话了，从现在开始正
式值班。 ”

按照分工，我负责党、政、军、群这

几方面的秘书工作。 尽管总理一生为
公，一生奋斗，从来没有轻松过，但因为
身处特殊的历史时期以及他职位的特
殊性， 我在他身边的

8

年是他最累、最
难的

8

年。

总理爱听京剧，爱打乒乓球，爱和
孩子们在一起，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
里， 连睡一个自然醒的觉都是奢侈，更
谈不上这些“享受”。他常常要按照睡前
定好的时间被我们叫醒，因为后面排着
一连串的外宾接见和各种会议。为了让
他多睡一会儿，我们叫他的时间总是精
确到分秒。 看着老人家累成那个样子，

我们心如刀绞， 也多次劝他休息几天，

但他总是说：“我也想休息，可我歇得了
吗？ 我是国家的总理，这个时候我不管
谁管？这个工作我不做谁做？再累也得
坚持啊！ ”

我到总理身边工作时， 他已是
70

岁高龄的老人。日复一日的超负荷运转
加上不断加重的癌症摧毁了他的健康。

总理一生大风大浪，从未怕过死。 他想
得最多的还是中国的发展以及在世界
上的地位。 每次做大手术前的一两天，

他都要把我们叫到病床前，听我们一件
件汇报近期急需批阅的文件。当我们含
着眼泪离开病房并祝他手术顺利时，老
人家却笑着安慰我们：“不一定，两种可
能。”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能顺利下了
手术台， 老人家还会找我们来谈工作，

如果下不来，这就是诀别。

一副副重担挤占了总理的睡眠和
治疗时间。 他也是血肉之躯啊，他不知
道累吗，不知道困吗，不知道疼吗？ 从
1975

年
10

月下旬开始，病重的总理再
也没能离开病床。记录显示，自

1974

年
6

月
1

日算起到他去世的
587

天里，他
一共动了

14

次大小手术， 同人谈话
233

次，会见外宾
63

次，召开或参加会
议

40

多次， 那样的身体支撑着这样的
强度，得需要多大的毅力啊！

陪伴周总理的八年

是我毕生的财富

（上）

荨

周总理和工作人
员在专机上（后排
右一为纪东）

奉公是他一生的主题 担当用他并不宽厚的肩膀


